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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領導風格與認知差異（領導者與部屬間）對知識工作者之領導效能

的影響。本研究以全國一審檢察機關（地方法院）為研究對象，回收檢察長20份（有效
回收率100%）與檢察官469份（有效回收率52%）共489份有效樣本。研究結果顯示，轉
換型與交易型領導風格對領導像檢察官這樣的知識工作者具正面影響，放任型領導則為

負面影響，且轉換型的影響大於交易型與放任型；認知差異對知識工作者的領導效能具

負面影響，亦即領導者與部屬對領導風格的認知差異愈大其領導效能愈差。最後為研究

討論與管理意涵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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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leadership styles and perception 

discrepancy (between followers and leaders) on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to knowledge workers 

who require a relatively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We asked district prosecutors in Taiwan 

as our respondents and 489 vali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o test the proposed research model 

(20 questionnaires were from the chief district prosecutors and 469 questionnaires from 

district prosecutors). We hypothesized that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s effective even when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s required by the followers. The research results highly support 

our hypotheses and demonstrate positive effects of both transformational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styles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laissez-faire leadership on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The results also show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ption discrepancy and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on knowledge workers.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research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in the last section of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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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管理大師Peter Drucker（2002）指出下一個社會是知識社會，知識工作者將成為社會
的主導力量。知識工作者具有較高的專業知識及工作彈性與自主性（Dove 1998; Drucker 
1999），原先的工作情境與本質也產生了變化（Bentley 1988），領導者因此面臨更多的
挑戰。近來多項研究顯示，領導者的特質與行為，將直接影響其領導效能與績效（Ford 
& Harding 2007; Tourish et al. 2010），傳統的領導風格已無法幫助領導者面對目前競爭的
環境（Khan et al. 2009），因此，要如何領導、激勵與吸引知識工作者，以及提高他們的
工作生產力，成為企業創造與維繫競爭優勢的重要議題（Drucker 1999）。
知識工作者要求更有彈性的工作環境與條件（Trevor 1990）以及高度的獨立作業，

也具有較高的判斷能力（Drucker 1999），對專業領域的忠誠度遠高於對領導者的忠誠度
（Trevor 1990）。領導者與部屬間存在已久的權力平衡也造成新的衝擊，領導者的權力
被減弱，擁有重要知識的部屬獲得新的權力，領導者與部屬間的關係也面臨新的挑戰。

綜觀領導理論，領導者與部屬雙方關係是極為重要的議題（Sparrowe & Liden 
1997），而溝通則是兩造關係的基礎（Shriberg et al. 2005）。領導者必須充份與部屬
溝通，並建立良好關係，才能瞭解部屬的需求，（Sparrowe & Liden 1997; Graen & Uhl-
Bien 1995），透過良好的互動與溝通，引導部屬的目標與組織的願景互相結合。然而，
領導者與部屬在諸多事項上不一定具有同樣的觀點，以至於彼此常常產生認知上的差異

（Graen et al. 1982）。領導者與部屬互動時的感受、行為及認知皆會影響到部屬的工作
績效（Liden & Graen 1980）。然而，知識工作者的工作性質較不具結構性，較需要領導
者的協助（Yukl 2006; House 1996），部屬與領導者之間需要更多的溝通與互動的機會；
然而，若彼此對領導者風格的認知有差異，則意味著兩造互動過程可能產生較多歧異。

因此，本研究首要目的是探討領導者與部屬兩造對領導風格的認知差異是否會對知識工

作者之領導效能產生影響。

近年來，在領導行為的相關研究中顯示，轉換型（Transformational）領導風格對於
部屬與領導效能的影響比交易型（Transactional）與放任型（Laissez-Faire）具有更強的
正向影響效果（Whittington et al. 2004; Judge & Piccolo 2004; Bass et al. 2003）。領導者若
能採取轉換型領導風格，將可提振部屬的士氣與滿意度，進而提升工作績效與服務品質

（Bass & Avolio 1994）。特別是對於工作性質較具複雜與模糊性的工作，例如本研究的
主要研究對象：檢察官，領導者可以透過轉換型領導給予明確的指導方針、降低角色的

模糊性、增加工作的成功機率，以提高滿意度和努力的程度（House 1996）。
檢察業務之運作極具獨立性，尤其是檢察官的養成教育，不斷地被塑造成獨立思

考、作業及判斷的個性，工作上亦要求較高的獨立自主的判斷力。所以，在這方面檢察

官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甚至於對於獨立自主的要求更甚於一般知識工作者。雖然過去

的研究顯示轉換型領導風格具有較強的領導績效，但是當部屬的工作要求較高的獨立自

主的判斷力，採取放任型領導是否比較適合？這是非常有趣且值得探討的議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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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目的乃是探討檢察機關的領導者採取不同的領導風格對於領導效能的影響；

以及領導者與部屬在領導風格的認知差異，是否會對領導效能產生可能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 轉換型領導理論

Robert與Angelo（2001）將早期的特質論、行為論到權變論等傳統的領導理論歸類
為交易型領導理論。交易型領導者運用權變獎酬（Contingent Rewards）來激勵部屬，
當部屬表現未能達到績效結果時即予以指正。相對的，新型的轉換型領導理論則強調領

導者藉由願景的建立，塑造實現願景所需之價值觀、特質、信仰及行為，以關懷個別部

屬的需求，積極提昇部屬的智能，並引導部屬轉化自己的利益，積極追求組織的願景

（Sosik & Godshalk 2004; Piccolo & Colquitt 2006）。
轉換型與交易型領導風格可追溯至Downton（1973），他認為領導者對部屬的影響

力是建立在交易或部屬承諾等不同層次上面；Burns（1978）延續此結論並予以概念化，
將領導模式區分為轉換型與交易型領導；此後，再經Bass（1985）之闡揚將內容延伸應
用在各類型的組織中。然而，Burns（1978）和Bass（1985）對於轉換型與交易型領導風
格之間的關係看法不同。Burns（1978）認為兩者是關係軸上的兩個極端，兩者互相排
斥，不會存在於同一個領導者身上。但Bass（1985）卻認為兩者之領導過程雖可明確劃
分，但彼此則是相輔相成，Yukl（2006）也認為領導者可能基於不同情境與時機，分別
採取這兩種領導形式，轉換型領導風格的提出並非用以取代交易型，而是期盼以交易型

為基礎來擴大其效果。

過去許多研究指出轉換型領導風格有助於增進組織及領導的效能，而且其領導績

效普遍優於交易型（Dvir et al. 2002; Parry et al. 2002; Friedman et al. 2000）。而知識工
作者自我管理的本質會鼓舞高度的內在激勵，部屬將從任務完成的表現來驅動其滿意

度（Debowski 2006）。檢察官屬於知識工作者，對於成長及發展有相當程度的需求
（Horwitz et al. 2003），正好與轉換型領導者透過願景的提出來鼓舞與體恤個別部屬，
與啟發部屬潛能的特性符合，因此，我們認為對於檢察官而言，轉換型的領導績效也會

優於交易型領導風格。

此外，Bass（1985）發現尚有一個非領導的因素構面，惟該因素之因素負荷值較低
而未受重視，直到Bass 與 Avolio（1990）認為該因素確實存在，有予以重視之必要，才
將其引入多元領導特性問卷（Multifactor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 MLQ）之中，稱之為
「放任性領導」。放任型領導是指領導者放任部屬自行其事，盡量避免介入其工作，在

許多重要決策上領導者往往是缺席遲延，對於部屬缺乏鼓舞及激勵，且無法滿足部屬需

求，是最不具有效能之領導風格（Judge & Piccolo 2004; Bass & Avolio 1993 1990）。儘
管檢察官需要獨立辦案，但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也需要領導者的引領；在有好的績效表現

的時候也需要領導者的獎勵。因此，我們認為轉換型與交易型的績效會優於放任型領導

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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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Q問卷還包含領導效能之評估，包括部屬額外努力、領導者效能，以及對領導者
滿意度之衡量（Hunt 1999; Yukl 1999）。在Lowe等學者（1996）所做的Meta-Analysis中
指出很多領導研究將領導效能的衡量包含在MLQ問卷中，稱之為部屬衡量效能觀點，其
轉換型與交易型領導風格與領導效能的關係，顯著高於組織觀點的衡量方式。

在一般領域的研究上有不少學者採用客觀的組織資料（如財務性指標或目標達成比

例等實際值）來探討組織領導的效能。然而，在領導領域的研究上，許多學者還是採用

部屬的主觀認知來評估領導的效能，主要是因為客觀的組織資料較容易受到其他組織面

的因素（如組織規模或經濟環境）所影響，因此，比較無法精確地評估到領導者的領導

效能，再加上一般如投資報酬率（Return on Investment, ROI）等財務性指標對於知識工
作者活動的測量及評估上非常地困難（Ching & Yang 2000; Decarolis & Deeds 1999），反
而是利用部屬的認知比較能夠直接反應出領導者的領導效能。所以，本研究採用部屬主

觀認知的衡量方式來評估領導者的領導效能。

我們之前也討論過，知識工作者對成長發展有強烈的需求，因此，轉換型領導應會

使檢察官較願意付出額外努力、對其領導者也會有較高的效能評估與滿意度。同樣的交

易型領導也會在這三方面優於放任型。所以我們提出假設1及假設2：
H1： 對於轉換型及交易型領導風格，領導風格與領導效能的關聯性為正相關；對於

放任型的領導風格，兩者的關聯性為負相關

H2： 領導者採轉換型領導風格對於知識工作者之領導效能的影響大於交易型；交易
型領導風格對於知識工作者之領導效能的影響大於放任型。

二、 領導者與部屬的認知差異

領導是一種相互影響的歷程，唯有頻繁的互動才能有效的溝通，因為溝通是領導

力的核心，大家所感受到的領袖魅力，就是源自於這些領袖溝通的能力（Shriberg et al. 
2005）。轉換型領導者會建立組織的願景，透過個別的關懷，積極與部屬溝通，瞭解部
屬實際需求，以激勵部屬對工作的熱情，進而超越自我，追求組織的願景（Sparrowe & 
Liden 1997）。

Simola等學者（2010）指出交易型領導比較強調經濟交換，而轉換型則較偏重於
社會交換。根據社會交換理論（Blau 1964），當部屬認為與領導者有較佳的關係時，
部屬會用較好的工作績效或貢獻額外的努力來做為互惠與交換（Huang et al. 2010; Blau 
1964）。領導者可以透過職權給予部屬較有利的結果，部屬意識到與領導者之間的良好
互動關係或知覺到較多正向領導行為時，部屬往往會採取較為正向的法則與領導者互動

（Yukl 2006）。但若彼此互動時的協調性差、組織內部溝通不良，就會造成整體績效低
落（Thomas & Schmidt 1976）。
鄭伯壎（1990）指出領導者與部屬的價值觀差距愈大時，部屬對企業的滿足感、承

諾感、利他行為及順從行為都愈低，對領導效能會有相當大的影響（黃國隆 & 戚樹誠 
1998；黃國隆 & 蔡啟通 1998）。由此可知，影響領導力的發揮關鍵，不僅在於領導者怎
麼做，亦在於部屬怎麼想。當領導者與部屬之間的認知差異越小，其領導績效應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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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的認知差異可以體現在很多面向，例如兩造對領導者的領導風格可能存在認知差

異。知識工作者的工作特性具有高度的分析性及創造性（Zidle 1998），特別是檢察官的
工作不確定性較高，每個案件都需要檢察官的判斷思考，獨立性非常高，若無相當的溝

通，與檢察長的認知差異便更容易存在。

在檢察機關的內部業務的運作上，檢察長得指揮及監督所屬檢察官偵辦的案件，有

如行政機關般的上下隸屬，檢察一體制度形成一個完整的檢察指揮監督體系。然而，為

了防範檢察長濫用檢察一體打擊正義或掩護特權，所以，檢察官並非完全的貫徹上命下

從，亦非完全獨立自主的法官，乃是處於兩者之間，實現客觀法意並追求真實與正義的

司法官署（林鈺雄 1999）。檢察官在執行職務趨近刑事司法範圍時，應依自我負責及自
主辦案之司法準則行事（林鈺雄 1999）。再加上檢察首長與檢察官彼此之間的不信任，
領導者與部屬之間出現認知上之歧見，檢察一體制度成為檢察首長約束檢察官不得濫權

的工具，亦成為檢察官懷疑上級特殊目的干涉案件之手段。因此，檢察官與檢察長在每

個案件的判斷與思考以及對領導者的領導風格上往往會產生許多認知上的差異。這些差

異會對溝通產生負面影響，進而影響被領導者對領導績效的評價。

因此，我們假設對於轉換型及交易型領導風格而言，領導者與部屬對於領導風格

的認知差異與知識工作者之領導效能的關聯性為負相關，亦即認知差異愈大領導效能

愈差。相反的，因放任型為負面領導風格（Judge & Piccolo 2004; Bass & Avolio 1990 
1993），所以兩造對於放任型領導風格的認知差異反而與領導效能呈正相關。依此推論
我們提出假設3：

H3： 對於轉換型及交易型領導風格，領導者與部屬對於領導風格的認知差異與領導
效能的關聯性為負相關；對於放任型的領導風格，兩者的關聯性為正相關。

三、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三種不同領導風格對知識工作者之領導效能的影響；以及領

導者與部屬針對三種領導風格的認知差異對知識工作者之領導效能的影響，研究架構如

圖1所示。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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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型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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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架構圖 

 

�、研究�� 

一、變數操作與衡量 
本研究以 Bass（1985）所發展的 MLQ 問卷來衡量領導者的領導風格與領導

效能，對領導風格與領導效能具有極佳的檢測效果（Avolio 1999; Hunt 1999）。
MLQ 問卷為配合轉換型領導理論發展的全方位衡量工具（Bryman 1992），經過

多次修正，從最早的 84 題簡化為 45 題，稱之為 MLQ-Form 5（Avolio et al. 1999）。
此研究中正式問卷的內容則採用英中—中英回譯（Back-Translation）方式與原文

比對，以期能精確表達作者的原意。問卷內容共分四個領導構面，衡量的量尺採

Likert 的五點尺度，分為「從不」、「偶而」、「有時」、「經常」、「總是」等五級，

分數依次為 0、1、2、3、4 分，變數之操作性定義如下： 
 
(一) 轉換型領導，共有五個因素，每項因素各有 4 題（Antonakis et al. 2003; 

Bass et al. 2003; Bass 1985）： 
1. 理想化影響（歸因）：著重於角色認同，領導者是受尊敬、重視及

信任的，因為他們具備高度工作倫理及自信心。 
2. 理想化影響（行為）：著重於領導者的行為魅力，強調他們的自我

價值、信念與使命。部屬受其影響而想要和他們一起工作。 
3. 鼓舞激勵：著重於領導者透過對未來的樂觀態度，來鼓勵他們的部

屬，領導者信任部屬的能力，同時規畫一個理想化的組織願景，並

且相信此一願景是可達成的。 
4. 智力啟發：著重於領導者刺激部屬從事創意思考以及發現問題的解

決方案。領導者會啟發部屬的智力及潛能，以培養部屬創新與突破

的能力。 
5. 個別體恤：著重於領導者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於關懷個別部屬。他

們扮演良師益友的角色以提出建議，並鼓勵、關心部屬的個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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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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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

一、變數操作與衡量

本研究以Bass（1985）所發展的MLQ問卷來衡量領導者的領導風格與領導效能，對
領導風格與領導效能具有極佳的檢測效果（Avolio 1999; Hunt 1999）。MLQ問卷為配合
轉換型領導理論發展的全方位衡量工具（Bryman 1992），經過多次修正，從最早的84題
簡化為45題，稱之為MLQ-Form 5（Avolio et al. 1999）。此研究中正式問卷的內容則採用
英中—中英回譯（Back-Translation）方式與原文比對，以期能精確表達作者的原意。問
卷內容共分四個領導構面，衡量的量尺採Likert的五點尺度，分為「從不」、「偶而」、
「有時」、「經常」、「總是」等五級，分數依次為0、1、2、3、4分，變數之操作性定
義如下：

（一） 轉換型領導，共有五個因素，每項因素各有4題（Antonakis et al. 2003; Bass et al. 
2003; Bass 1985）：
1.  理想化影響（歸因）：著重於角色認同，領導者是受尊敬、重視及信任的，因
為他們具備高度工作倫理及自信心。

2.  理想化影響（行為）：著重於領導者的行為魅力，強調他們的自我價值、信念
與使命。部屬受其影響而想要和他們一起工作。

3.  鼓舞激勵：著重於領導者透過對未來的樂觀態度，來鼓勵他們的部屬，領導者
信任部屬的能力，同時規畫一個理想化的組織願景，並且相信此一願景是可達

成的。

4.  智力啟發：著重於領導者刺激部屬從事創意思考以及發現問題的解決方案。領
導者會啟發部屬的智力及潛能，以培養部屬創新與突破的能力。

5.  個別體恤：著重於領導者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於關懷個別部屬。他們扮演良師
益友的角色以提出建議，並鼓勵、關心部屬的個別需求。

（二）交易型領導，共有三個因素，每項因素各有4題：
1.  權變獎酬：當成員的表現達到領導者所期望的目標時，領導者即提供適切的獎
賞（Bass 1985; Bryman 1992）。

2.  主動式例外管理：領導者以主動監控的管理方式，來介入與指導成員的表現與
行為，以避免錯誤的發生（Bass & Avolio 1993）。

3.  被動式例外管理：領導者不會隨時監控部屬，除非部屬明顯偏離目標，才採取
補救措施（Bryman 1992）。

（三） 放任型領導（共4題）：係指領導者放任部屬自行其事，盡量避免介入組織內的任
何事務（Bass & Avolio 1993）。

（四）領導效能，共有三個因素，總共有9題（Bryman 1992）：
1. 額外努力：係指部屬有意願努力工作，超出原來所必需的工作量。
2. 領導者效能：係指部屬對於組織整體目標達成之程度。
3. 對領導者的滿意度：部屬對領導者的領導方法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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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以全國一審檢察機關（地方法院）為研究對象，先將領導者問卷傳真給全國

所有檢察機關的檢察長（共20位），再逐一以電話催收所有寄出的領導者問卷（回收率
100％），由檢察長自行評估其領導風格與領導效能。為避免領導者與部屬的問卷同時填
寫，可能發生互相討論的情形，導致研究結果失真。因此，部屬問卷延後一個月作業，

由檢察官評估其直屬檢察長的領導風格與領導效能。

本研究共發放了930份問卷，回收608份（整體回收率65%），經過嚴格篩選後，有
效回收樣本為489份（檢察長20份、檢察官469份），整體有效樣本回收率為53%。其中
檢察長以46歲以上（佔100%）且年資超過15年（佔90%）的男性佔多數（佔95%）；而
檢察官則為45歲以下（佔90%）且年資低於15年（佔97%）的男性為主（佔68%）（分析
結果請見附錄之表1）。

三、資料分析方法

MLQ問卷是眾所公認，極為成熟的量表，尤其在軍事及較具規模的企業界早已多次
被驗證，近年來則逐步擴展到政府機構和非營利組織，且信度與效度皆相當顯著（Hardy 
et al. 2010; Bass et al. 2003; Dvir et al. 2002; Carless et al. 2000; Parry et al. 2002; Friedman et 
al. 2000），由附錄之表2可知，部屬評領導者的領導風格及領導效能之Cronbach ś 值皆
在 .70以上。然而，領導者自評的部份由於樣本數較少（僅20份），故Cronbach ś 值較
低（詳細結果請見附錄之表2）。
本研究使用SPSS 15.0版統計軟體為分析工具。首先運用平均數及標準差來分析資料

的集中趨勢與離散情形。接下來我們運用Pearson相關分析探討預測變數與估計變數彼此
之間是否存在顯著相關性，以作為影響性分析的基礎，並利用Fisher r to z來比較不同相
關係數之間差異的顯著性。最後，運用t檢定來檢定領導者與部屬在認知上是否存在顯著
差異，並分析此認知差異對領導效能的影響。

四、控制變數之影響性分析

一般組織行為常用的控制變數有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年資、職務別

等（Robbins 2001）。本研究為瞭解控制變數的影響，首先，利用簡單迴歸分析，將控
制變數視為預測變數，逐一探討個別的控制變數對估計變數（領導效能）的解釋程度

（R2）。接著再利用複迴歸分析，探討整體的控制變數對領導效能的R2。最後利用階層

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探討依序加入控制變數與預測變數（領導風格），
分別對領導效能的R2之差異是否顯著。

簡單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個別的控制變數對領導效能的R2分別為：性別、年齡、婚

姻狀況與年資皆為 .00、教育程度與職務別為 .02；相對的，領導風格對領導效能的R2分

別為：轉換型 .86、交易型 .47、放任型 .24。由此可知，個別的控制變數對領導效能的解
釋程度相對於領導風格而言非常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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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六個控制變數整體對領導效能的R2為 .04；領導風格整體對領
導效能的R2則為 .87。所以，整體控制變數對領導效能的解釋程度相對於領導風格而言也
相當的低。

階層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先將六種控制變數納入迴歸模型中，對領導效能的解釋程

度（R2）為 .04，再將三種領導風格加進已納入控制變數後的迴歸模型中，其解釋程度
（R2）為 .87，其中△R2為 .83（p < .01）呈顯著差異，代表在納入控制變數的影響後，領
導風格對領導效能的預測效果維持不變，因此，本研究未將控制變數納入研究架構中。

本研究各變數資料均來自同一來源，可能發生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的問題（Podsakoff et. al., 2003）。面對此項限制，本研究嘗試應用
Harman單一因素檢測法（Herman ś One Factor Test）來評估共同方法變異的問題。首
先，先將全部研究變數的所有題項進行探索式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結果顯示共可分成六個因素，且沒有發生所有題項都顯著的落在第一個主要
因素的情況。Podsakoff等學者（2003）指出有部份學者使用更精確的驗證式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的方式，來進行單一因素模式與多重因素模式的配
適度比較（Iverson & Maguire 2000; Korsgaard & Roberson 1995; Mossholder et al. 1998）。
若CMV的問題很明顯的話，則單一因素模式的配適度應該會比多重因素模式好上很多
（Korsgaard & Roberson, 1995）。所以，本研究使用AMOS 17.0版統計軟體來進行模式
的比較，分析結果顯示單一因素模式的配適度（CFI＝ .34; GFI＝ .31; RFI＝ .23; RMSEA
＝ .34）沒有明顯比多重因素模式的配適度（CFI＝ .95; GFI＝ .89; RFI＝ .92; RMSEA＝ 
.10）來的好。更進一步來看，多重因素模式在統計上的顯著性反而比單一因素模式還要
更好（△χ2＝4451.95，9（△df＝7, p＜ .01, Loehlin 1987）。因此，本研究在CMV的限
制上應不致於對研究結果造成太大的影響。

肆、研究結果

H1： 對於轉換型及交易型領導風格，領導風格與領導效能的關聯性為正相關；對於
放任型的領導風格，兩者的關聯性為負相關

本研究採用相關係數來代表領導風格對於知識工作者之領導效能的影響，並利用

Fisher r to z檢定比較兩個相關係數差異的顯著性。如表3所示，轉換型領導風格與領導
效能的相關係數是 .93（p < .01）顯著正相關；交易型與領導效能的相關係數是 .69（p < 
.01）顯著正相關；放任型與領導效能的相關係數為 -.48（p < .01）顯著負相關。可見，
此三種領導風格對知識工作者之領導效能的影響都是顯著相關。由以上檢驗可得知，

假設1成立，轉換型與交易型領導風格與領導效能呈正相關，放任型領導風格則為負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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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領導者的領導風格與領導效能之相關係數分析

領導者之領導風格
領導效能 Fisher r to z轉換 Z值（Zr1－Zr2）

Pearson r Zr 交易型 放任型

轉換型領導風格 .93** 1.64 12.13**
交易型領導風格 .69** .85 20.94**
放任型領導風格 -.48** -.52

註：Significance: *p < .05; **p < .01

H2：領導者採轉換型領導風格對於知識工作者之領導效能的影響大於交易型；交易
型領導風格對於知識工作者之領導效能的影響大於放任型

如表1所示，證明領導者之領導風格與領導效能為顯著相關後，再經Fisher r to z 公式
轉換成Zr值後再比較其差異性，轉換型領導風格對於知識工作者之領導效能的影響顯著
大於交易型（Z＝12.13, p < .01）差異顯著；交易型的影響顯著大於放任型（Z＝20.94, p 
< .01）差異顯著。由以上檢驗可得知，假設2成立，轉換型的影響顯著大於交易型；且交
易型的影響顯著大於放任型。

研究結果顯示，領導者採取轉換型與交易型領導風格對知識工作者之領導效能具有

正面助益；放任型領導風格則有負面影響，此結果與最近的Meta-Analysis的研究結果一
致（Judge & Piccolo 2004）。由此可知，轉換型與交易型領導兩者並非互相排斥，而是
相輔相成的。此結果雖不同於Burns（1978）認為在同一領導者身上只存在其中一種領導
風格，但卻印證了Bass 與 Avolio（1993）認為最佳領導者是轉換型與交易型兩者兼備，
而最差的領導者則是兩者均缺的看法。

H3： 對於轉換型及交易型領導風格，領導者與部屬對於領導風格的認知差異與領導
效能的關聯性為負相關；對於放任型的領導風格，兩者的關聯性為正相關。

在檢驗領導者與部屬之間在領導風格的認知差異上對知識工作者之領導效能的影響

前，我們先將同一單位的領導者與部屬做明確的對偶配對後再進行分析，以檢驗兩者對

領導風格是否具有認知差異。表4的數字為領導者（自評）及部屬（他評）評估領導者之
領導風格的平均數，評估轉換型領導風格時，自評（3.34）顯著大於他評（2.61），兩者
對領導風格的認知上具顯著差異（t＝17.47, p < .01）；而評估交易型領導風格時，自評
（2.39）也顯著大於他評（2.17），兩者亦具顯著差異（t＝10.44, p < .01）；然而，在評
估放任型領導風格時，兩者的認知上並未具有顯著的差異（t＝-1.11, n.s.）。因此，對於
轉換型及交易型的領導風格，自評顯著大於他評；對於放任型領導風格，兩者並無顯著

的差異。

在領導者與部屬對領導風格的認知差異方面，兩者在轉換型及交易型領導風格的認

知上有明顯差異。值得注意的是，多數領導者認為自己具備轉換型領導風格，但其部屬

卻不如此認為，兩者在此認知上存在顯著差異，而且當雙方對領導風格的認知差異愈大

時，部屬對其領導效能的評價也愈低（r＝-.86, p < .01）。對交易型領導風格而言，雙方
認知差異與知識工作者之領導效能之間也是負相關（r＝-.55, p < .01）。
此研究結果顯示，雖然轉換型與交易型具有較高的領導績效，但這兩種領導風格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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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是出於部屬的評價才有正面結果；且當雙方對此兩種高績效領導風格認知產生落差

時，部屬對領導效能的評價也愈低。由此可知，領導者應格外注意部屬對其領導風格的

看法。

雖然放任型領導風格，其領導者與部屬之間並無顯著的認知差異，然而在轉換型及

交易型領導風格之領導者與部屬對領導風格存有顯著的認知差異，與知識工作者之領導

效能的關聯性為負相關（r＝.49, p < .01），其結果部份支持假設3。 

表4：領導者與部屬評估其領導風格之認知差異分析

領導者之領導風格

領導者與部屬評估其領導風格 認知差異與領導效能

領導者（自評）
之平均數

部屬（他評）
之平均數

平均數差異
（t-value）

相關係數
（Pearson r）

轉換型領導風格 3.34 2.61 17.47** -.86**
交易型領導風格 2.39 2.17 10.44** -.55**
放任型領導風格 .80 .90 -1.11 n.s.  .49**

註：Significance: *p < .05; **p < .01

綜合上述結果，假設1完全成立，即轉換型與交易型領導風格與領導效能呈正相關，
放任型則為負相關；假設2也完全成立，即轉換型領導風格對領導知識工作者的影響大於
交易型與放任型；假設3部份成立，即部屬與領導者對於轉換型與交易型領導風格有認知
差異，且對知識工作者的領導效能有顯著負向影響。

伍、討論與建議

組織的領導者必須學習領導知識工作者，因為知識是組織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

成功的領導者必須能培育並管理組織中的知識（Hewlett 2006）。面對一個強調授權
（Empowerment）、合作與人際關係的資訊時代（李弘暉 2003），特別是對於自主性較
高的知識工作者而言（Dove 1998; Drucker 1999），大多希望領導者不要給予過多的干涉
或規範（Scarbrough 1999），而是給予適當的工作自主權（Drucker 1999），讓他們可以
在充份的授權下盡情發揮所長，身為知識工作者的檢察官，更是如此。

有趣的是，本研究結果顯示，具有高度專業且要求獨立辦案空間的檢察官，最需

要的是轉換型領導風格，而非放任型。由此可知，其他的知識工作者更不適合放任型

領導風格。雖然檢察官需要其領導者高度授權，但是授權並不等於放任。Yammarino
（1993）指出轉換型領導與授權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因為轉換型領導能採取合作式行動
授權給部屬，使其具有希望、樂觀和活力，有助於再次確認並重新界定部屬的任務和願

景（Bass & Riggio 2006）。放任型領導者雖然給予部屬很大的彈性與自主性，但部屬因
缺乏團體目標，力量容易分散，績效也不易彰顯（Bass & Avolio 1990）。相對的，授權
須因時因地制宜，領導者依工作情境及部屬的特質，開發部屬的潛能，並給予適當的權

力和責任，使之樂意完成本身的工作（Spreitzer 1995）。授權並非僅授予部屬權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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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引發其能力（Chebat & Kollias 2000）。
綜言之，適時授予檢察官獨立判斷的權力及思考空間並不等於放任不管，仍須藉由

轉換型領導來啟發檢察官，使其更具獨立判斷能力，同時也更瞭解組織目標與願景；並

且領導者可透過交易型領導來激勵檢察官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採用轉換型及交易型領

導並非直接的指導或干涉，而是使其更具獨立性，尤其檢察長皆歷經身為檢察官之過

程，是具有知識且經驗豐富的「前輩」，可以發現檢察官在獨立判斷思考的過程中，是

否有所遺漏，而給予正確的思考方向，並配合適當的授權，而非放任不管，就領導的實

務意涵而言，此觀念是極為重要的。

在目前的內部運作上，有理想的檢察長均願意以建立美好未來願景來吸引與影響年

輕的檢察官，且以激勵代替控制，提昇檢察官的創新能力，並致力於智能的開發，展現

對檢察官能力的信任，同時鼓勵檢察官獲得更高的成就，另適時發放獎酬來鼓舞檢察官

成功完成任務。然而，檢察官對此並不一定能完全理解及信任，以至於有些檢察官的辦

案績效仍然未盡理想。因此，檢察長應避免採取放任型的領導風格，而採取轉換型或交

易型交互運用之領導風格，以發揮最大成效。

在實務上，檢察長是檢察機關的領導者，其領導風格影響整個檢察機關的工作績效

與士氣的高低。檢察官是否滿意檢察長的領導，願意額外努力以達成組織目標，端看檢

察官與檢察長的互動如何。互動良好者，兩者對領導風格的認知差異較小，則領導效

能較佳；反之，則較差。尤其檢察機關的核心人物檢察官，從大學時代的法學養成教

育起，就不斷地被塑造成獨立思考與判斷的個性。因此，形成檢察官極度抗拒「被領

導」的性格，不但抗拒不當的上級壓力，甚至抗拒任何約束其績效的束縛（林鈺雄，

1999）。所以，檢察機關的領導者需要從領導理論及實證經驗上重新思考，積極透過個
別關懷與部屬溝通，才能降低彼此對領導風格的認知差異，以增進領導效能（Sparrowe 
& Liden 1997; Graen & Uhl-Bien 1995）。
總而言之，領導者不應只是發佈命令與指揮，更應瞭解不同知識工作者的工作性質

以及個別的需求，表現不同程度的領導行為。管理知識工作者最重要乃是能夠建立其

信賴感、並能激勵與造成其承諾，會使流動率降低，同時也比較可能去做額外的努力

（Storey & Quintas 2001），領導者也要提供良好的溝通系統、工作環境、報酬規劃與晉
升機會來激勵知識工作者。以上所言，為本研究顯示之結果及其代表意義，以下則針對

研究成果，提出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同時對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幾點看法。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全國一審檢察機關（地方法院），非一般人所易於接觸，且整

體問卷有效回收率相當高（佔53％），檢察長問卷回收率甚至達到100%，極具樣本代表
性。然而，檢察機關屬於準司法機關，身份具有特殊性，再加上檢察官的工作內容較具

機密性與敏感性且工作非常忙碌，較不易使用如深入性的開放式問卷或較長時間的實地

訪談等質性研究方式。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若研究身份較不具特殊性的一般知識工作

者時，可以考慮在量化研究中加入質性研究的成果，使研究結果更具有說服力。

本研究的問卷蒐集僅止於公部門的知識工作者。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進一步

蒐集其他公、私營組織的知識工作者與其他非知識工作者，以比較不同組織或不同工作

性質之間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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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別從領導者與部屬不同來源處及不同時間點（兩者問卷發放時間相差一個

月）的方法來蒐集資料，部屬問卷則採用無記名方式調查，使答卷者比較放心，且問卷

題目設計以簡明易懂為原則，避免衍生不同解讀或難以作答的情況，以減少個人偏誤傾

向。然而，本研究各變數資料均來自同一來源，仍然可能發生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的問題，即使採取事後檢驗的作法，在推論上仍有因統計方法本
身特性而產生的限制（Podsakoff et al 2003; 彭台光等，2006），實乃本研究之研究限制
之一。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試圖從不同的來源處，分別蒐集不同變數的資料，以

避免同源性偏差。

雖然本研究結果發現領導者與部屬在領導風格的認知上有明顯的差異，且認知差異

愈大對領導效能的影響也愈大，但本研究並未針對此差異與溝通效能之間的關係進行探

討，建議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領導者與部屬的溝通效能是否為認知差異與領導效能的

中介變數。此外，本研究的認知差異僅限於領導風格的認知差異，未來研究也可以針對

其他認知差異類型，例如價值觀等認知上的差異對領導效能的影響，做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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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1：基本資料分析

基本資料 問項 部屬（檢察官） 領導者（檢察長）

性別
男 68 % 95 %
女 32 % 5 %

年齡

30歲以下 23 %
31～45歲 69 %
46歲以上 8 % 100 %

婚姻狀況
未婚 30 %
已婚 70 % 100 %

學歷

專科以下 11 % 15 %
大學 63 % 45 %
碩士以上 26 % 40 %

擔任檢察官的時間

2年以下 25 %
 2年～ 6年（未滿） 42 %
 6年～10年（未滿） 16 %
10年～15年（未滿） 14 % 10 %

15年以上 3 % 90 %

表2：領導者之領導風格與領導效能之基本分析、相關係數與Cronbach’s α值

部屬（他評） 領導者（自評） 相關係數與Cronbach ś 值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轉換型
領導

交易型
領導

放任型
領導

領導效能

轉換型 469 2.61  .92 20 3.34 .35 .97／.86 .45* .16 .75**
交易型 469 2.17  .56 20 2.39 .37  .71** .70／.54 .35 .32
放任型 469  .90  .84 20  .80 .42  -.49**  -.16** .74／.23 -.12
領導效能 469 2.65 1.01 20 3.27 .37  .93**  .69** -.48** .96／.71
註1： 表格右方為相關係數矩陣，其對角線左下角的6個數值為部屬評估領導者各領導構面之相關係數；矩陣右上角的6個數值為領導

者自評之相關係數。

註2： 相關係數矩陣對角線之粗斜體數字為各領導構面之Cronbach ś 值，其中斜線左方的值為部屬評估領導者各領導構面之
Cronbach ś 值；斜線右方的值為領導者自評之Cronbach ś 值。

註3： Significance: *p < .05; **p < .01


